
２０１４年１月
第１６卷／第１期／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ＢＥ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Ｊａｎ．２０１４
Ｖｏｌ．１６Ｎｏ．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７－２０
作者简介：王建军（１９５１－），男，湖南南县人，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

教育家康有为功过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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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康有为在近代教育改革进程中的历史地位是毋庸质疑的。他站在时代潮流的风口浪尖之上顺

应潮流拉车前进所表现出来的伟力，历史是不会忘记的。从教育家角度对康有为历史地位进行分析，是我们

对其历史功过进行定位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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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１９２７年，康有为跨入了人生的第７０个年头。
虽然他企盼清室复辟，力倡孔教为国教的热望并不
见有丝毫的减退，但他心里明白，复辟之梦是难以再
圆了，环顾四周，昔日的门徒同党也大多对他敬而远
之，愿意奉承其衣钵者寥寥。
康有为始终不能明白的是，是他自己用自己的

手筑起了一道墙，把自己与时代隔绝开来。而当他
真正意识到自己形单影只之后，他更是决意用自己
的顽固来与整个社会潮流相抗衡。１９２７年２月１４
日，清废帝溥仪２２周岁的生日。康有为不顾年迈体
弱，亲赴天津，以弼德院副院长的身份向溥仪祝寿。
溥仪见他年事已高，免其三跪礼，使他感激涕零。

１９２７年３月７日，也就是康有为７０岁生日的前一
天，溥仪派人送来了亲笔书写的“岳峙渊清”匾额一
副，玉如意一柄，以祝贺康有为寿辰。这使康有为受
宠若惊，他立即写下了《追述戊戌变法经过并向溥仪
谢恩折》。他在文章中历数变法、蒙难、保皇、倒袁、
复辟的经过，深深表达了“回天无术，行泽悲吟”的愧
疚。为感谢溥仪的寿礼，康有为出自肺腑地说：“此
岂微臣所当被蒙，尤为老臣惊于受宠。付子孙传后
世，永戴高天厚地之恩；以心肝奉至尊，愿效坠露轻
尘之报。”［１］（Ｐ１１２５）康有为命人将文章用小楷清缮，石
印１　０００份，以备第二天分赠祝寿客。诸事办毕，康
有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吾一生心事已了。”

人生七十古来稀。对于历尽磨难，一生坎坷而
又久不得志的康有为来说，这一日子自然是非同寻
常。他仰俯人天，感慨万千，一大早便赋诗一首以抒
胸臆，其中有四句：

　　天乎百亿千万劫，丘也东西南北人。
中国存亡自关命，高歌醉酒笔如神。［２］（Ｐ４１１）

这位七十古稀的老人，在这一天想起了两千多
年前的孔子也是终生不得志，然而其死后却是身价
倍增，荣华富贵令后人羡慕不已。七十岁的康有为
已没有别的奢望，只希望自己身后也能如孔子那样，
享有数不尽的殊荣。因而，这首诗既是自诩也是自
勉，其间既有得意也有愤世，表达了七十高龄的康有
为坚意要以卓然超俗天马行空的态度与时代与社会

抗争的志向。
在《记事述怀诗七章》中概述了其七十春秋的险

艰情伪，哀伤清王朝的覆灭与复辟的失败。面对溥
仪的被逐出宫和北伐战争的胜利，他在最后一章中
只能发出生不逢时的哀鸣：

　　满地干戈惨惨民，乾坤毁矣痛蒙尘。
天乎人间是何世，命也我生逢不辰。

当然，弟子们的敬师之情使康有为多少还是有
所慰藉的。尤其是因张勋复辟事件而与康有为公然
决裂的梁启超，特地从北京赶来贺寿，并亲撰寿文一
篇，寿联一副，并恭笔正楷书写于寿屏之上。这使康
有为倍感欣慰。其寿联为：

　　 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
年七十矣。



奉觞豆于国叟，致欢忻于春酒，亲授业者盖
三千焉。
梁启超在寿文中写道：

　　 启超等或于役京国，或息影家园，或栖迟
海外，不能一一抠衣趋祝。惟往往风晨雨夕相
促膝，话畴昔少年同学事，则心魂温而神志飞
扬，谓为有生第一至乐。而知先生亦必有以乐
乎此也，乃以所以乐先生者为先生寿。
字里行间，充溢着温馨的师生之情和对老师的

爱戴之心。这一情怀对于久历政海的康有为来说或
许已是久违了，但学生们是不会忘记的。学生们不
会忘怀老师的诲育之恩，不会忘怀老师开创万木草
堂的历史功绩，也不会忘怀老师在戊戌变法中为民
族为国家所作的贡献。当然，他们也希望老师能达
观豁达，安度晚年，梁启超真诚地说：“戊戌以后之新
中国，惟先生实手辟之。今之少年，或能讥弹先生，
然而导河积石，孰非闻先生之风而兴者，事苟有济，
成之何必在我，先生其亦或可稍抒悲悯，壅容扶杖，
以待一阳之至也。”［３］（Ｐ１１２４）七十寿辰能收到这样一
份贺礼，康有为应该是知足了吧？
人生多有巧合，历尽苍桑的康有为在临近人生

终点之时竟收到意义如此迥异的两件礼物：一件是
从政治角度，封建遗老遗少以“岳峙渊清”来赞誉康
有为对大清朝廷的忠诚；一件是从教育角度，门人弟
子们以“话畴昔少年同学事，则心魂温而神志飞扬”
来感谢老师的诲育之恩。政治家兮？教育家兮？抑
或康有为的人生里程就应该由这两种评价来划上

句号？

生日过后，康有为离开了上海去青岛，但他的心
情并不能因此好转。每到夜间他总要独自仰观天
象，最后的结论总是“完了，完了”的重述。一日参加
广东同乡的宴请，因吃了不洁之食物，导致腹痛呕
吐。经医治后，病情稍有好转，子夜时分，他又照例
观看天象，照例又说“完了，完了”，然后说：“中国我
无立足之地了，但我是不能死在外国的。”这时已是
凌晨两点多了。至清晨５时３０分，康有为溘然长逝
于青岛福山路６号“天游堂”居室。
康有为带着巨大的遗憾走了。当年曾在中国近

代历史上叱咤风云的时代骄子，最后竟以落伍者的
落魄结局结束了他的生命进程。这种判若天渊的人
生历程自然也就成为历史研究的谜。
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以他大起大落的作为

使其生前死后招致来诸多的盛誉和责难，诸如维新
领袖、保皇党魁、教育泰斗、复辟的祖师爷……，这些

截然相反各趋极端的评价竟集于康有为一身，这在
近代人物中也是少见的。还是他的弟子们聪明，面
对世人对康有为莫衷一是的议论，他们在充分宣扬
康有为在维新运动的历史功绩之外，则异口同声地
礼赞康有为作为大教育家的资格。梁启超说：

　　 先生能为大政治家与否，吾不敢知。虽
然，其为大教育家，则昭昭明甚也。先生不徒有
教育家之精神而已，又备教育家之资格，其品行
方峻，其威仪严整。其授业也，循循善诱，至诚
恳恳，殆孔子所谓诲人不倦者焉。其讲演也，如
大海潮，如狮子吼，善能振荡学者之脑气，使之
悚息感动，终身不能忘，又常反复说明，使听者
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心悦而诚服。［４］（Ｐ８－９）

张伯祯说：

　　 世之论先生者，不失之溢美，即失之讥弹，
然舍政治弗论，专就草堂教育言之，则先生亦自
有其不朽者在。［５］（Ｐ１０１）

陆乃翔等人也在传记中强调：

　　 先生之为何人物不可定，若其教育之成效
已昭昭矣。盖先生以其极博之学，至深之思，而
又有中正之行，威严之仪，宽裕之德，肫肫之仁，
不倦之诲，大雄之辩，于大教育家之资格，无不
具备。又穷而在下，日以成就人才为己任，故诱
掖奖劝，妙为风化。［４］（Ｐ６８）

梁启勋的话说得更绝：

　　 假令康先生终身讲学，不作政治活动，其
在 社 会 上 所 起 的 作 用 更 大。用 其 所 短，
惜哉。［４］（Ｐ２４１）

弟子们对恩师的偏爱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但
康有为在中国近代教育改革进程中的特殊贡献也确

是早有公论，康有为跻身近代教育家的行列也当是
毫不逊色。但问题在于，康有为在近代教育进程中
的作用该作如何的历史定位，这并不取决于他的学
问多么渊博，教学多么精湛，而取决于他在近代教育
改革潮流中的历史角色。由于影响着教育发展的社
会因素错综复杂，教育家身处其中的价值取向也就
不是靠着“进步”与“反动”的标签就可以简单判断
的。历史研究的复杂性就在这里，历史研究的魅力
也在这里。

二

康有为在近代教育改革进程中的历史地位是毋

庸质疑的。当他站在时代潮流的风口浪尖之上时，
他在万木草堂的大海般的呐喊，他在维新变法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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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弄潮身姿，他寄托在《大同书》中的教育理想，都
在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弟子们记住了他，是
钟情于他的独树一帜的万木草堂讲学。而历史记住
了他，却是他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顺应潮流拉
车前进所表现出来的伟力。
历史不会忘记，当洋务教育步入维谷之时，是康

有为振聋发聩的呐喊，深化了近代思想解放的启蒙
运动，从而迎来了近代教育改革的第二次高潮。
当是之时，传统教育机制有效地遏制住了洋务

教育的发展势头，传统价值观念严重地阻碍着新式
教育的进步。“恪守祖训”、“祖宗成法不可变更”的
信条有如血盆大口，直欲吞噬刚刚萌芽的新式教育。
虽然，洋务派人士及早期启蒙思想家们也还在不断
地引进西方教育的成法以反思洋务教育的不足，但
这些零星微弱的抗争远不足以震撼根基深厚的传统

习惯势力。近代教育改革呼唤着一场更为狂飙的思
想解放飓风。正是这时，是康有为顺应时代潮流而
站了出来，他以《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两本
巨著，在当时的知识界和教育界掀起了一场狂飙。
康有为的历史功绩在于他以更为深刻更为令人

信服的理论来张扬救亡图存、富国强国的时代主题，
为深化教育改革鸣锣开道。当年的洋务派只是从务
虚者败、务实者胜这一直观的角度，为洋务学堂的开
创而张目，而康有为则是从历史进化论的角度阐发
了因革改制方可救亡图存的理论，从而为教育体制
的改革铺平了道路。当年的洋务派只是从事不如人
则深为可耻这一直观的角度强调了教育改革的必要

性，而康有为则是从论证刘歆伪造经学着手，根本动
摇了人们盲目信奉的祖训、祖法的基础，深刻地论证
了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当年的洋务派只是
从直观的感性的层面来规划着修修补补性质的教育

改革事业，而康有为则是从理论的高度论证了维新
变法这一时代主题，给了国人思考教育改革以一个
新的视野、新的角度、新的振奋、新的希望。这些理
论的深化为彷徨于十字路口的近代教育改革洞开了

一个新的方向和新的天地。
康有为构造的理论之所以能在当时脱颖而出，

独步一时，为近代教育改革洞开新的方向和新的天
地，根本在于它的呼声反映了中国新生资产阶级的
要求。虽然从理论结构来看，康有为的“托古改制”
理论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洋务派的“中体西用" 的巢
臼，但就其内涵来看，二者却有着本质的不同。洋务
派所据守的“中体”是封建的专制制度和伦理纲常，
而康有为所倡导的“中体”则是经他阐发的孔子改制

之说，经他改造的贯穿了经世致用精神的传统经典。
洋务派所引进的西学局限在“西文”、“西艺”这些粗
浅的范围内，而康有为所倡导的西学则增加了“西
政”的内容。虽然后期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也接受了
“西政”这一概念，但他的“西政”内容只包括学校、地
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等，而坚决反
对康有为在“西政”中关于议会政治和民权思想的内
容。所以从总体而言，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是一个
防御性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口号，其立足点是为了维
护封建政体。而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则侧重于改
制，侧重于加大发展资本主义的力度。康有为正是
通过这一理论特性，把近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纳入到
资产阶级思想的光照之下。
康有为理论眼光的新颖之处还表现为他对国民

素质即所谓民智的关注。他从人的自然属性这一角
度，强调了人的独立性和平等权利。他在《实理公法
全书》中，从“人各合天地原质以为人”和“人各具一
魂”的公理出发，肯定了“人有自主之权”。因而在社
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维护人的自由权
利，就是维护做人的资格。他的《大同书》就是以张
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根本出发点，对维护封建专
制制度和家族宗法制度的纲常名教进行了猛烈地抨

击和尖锐地批判。他明白地宣示，在宇宙间，人是最
可宝贵的，人是天地之精英。他认为，世间评判是非
善恶应以人为标准。“凡有害于人者为非，无害于人
者则为是”，人类奋斗和进步应以恢复“人为万物之
灵”的价值，恢复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为终极目的。
他说：“为人谋者，去苦以求乐而已，无他道矣。”他在
书中设计的一套完美的教育制度，就是要在理想社
会中创造一个同为世界之人、同育公家、同学公学、
万千并头、喁喁向上的教育环境，为人生追求极乐境
界奠定基础。虽然康有为在这里所宣传的“人”还局
限在自然人的范畴，所宣传的人道主义也只是一种
抽象的幻想，但这些主张却突破了封建主义抽象的、
附庸的、家族意义上的人的传统框架，将近代教育改
革目标的思考从洋务教育对技艺的关注引向了对人

的智力素质的关注。这一理论视野为深化近代教育
改革开启了一个新的方向。
康有为的历史功绩不仅体现在从理论上为近代

教育改革摇旗呐喊，而且体现在从实践上为近代教
育改革的深入推波助澜。洋务教育虽然在教学内容
的层面上突破了传统教育的框架，然受制于传统教
育体制的束缚而不能有大的作为。当时反思洋务教
育的呼声虽然此伏彼起，但大都不得要领而难成气

·６４·



候。康有为顺应潮流，把握机遇，敏锐地抓住教育体
制改革这一关键，鲜明地树起了“变科举”、“兴学校”
这两面旗帜，确定了近代教育改革的新突破口。康
有为的智慧和胆魄在这一斗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变科举，以废八股为目标，借此将传统教育体制狠
狠地敲打了一番。其兴学校，以构建新学校为目标，
意图从学校体制上确立新式教育的地位。这一破一
立，开创了近代教育改革的新局面，将近代教育改革
从教学内容的层面引向了制度改革的层面。中国教
育改革的近代化方向至此已日趋明朗，近代新学制
的建立也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康有为的名字也就因着这些业绩而彪炳史册。

人们只要谈起近代的教育改革，谈起近代思想解放，
就不可能越过康有为，康有为的历史地位也就因此
而铸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康有为的历史功绩与孔
子具有同等意义。两人都是处于中国教育发展的历
史转折关头，也都同是顺应了教育发展的时代需求
而奋力呼号，并都为教育的进步作出了贡献。从这
点看，康有为晚年在寿联上以孔子自诩，以历尽磨难
志有所成而得意，这确实是他人生的一大慰藉。
当然，康有为在寿联上所表现的愤世之情则是

不客观的。他晚年爱模仿着孔子的口吻，在外人面
前谈天说命，哀叹世事不公，大有一副上帝之子落难
人间的架式。他将晚年的不得志归咎于天，哀叹“天
乎人间是何世，命也我生逢不辰”，似乎世人皆醉惟
其独醒，世道浑浊而其回天无力。其实，康有为至死
也没有明白，随着教育近代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是
他自己从这一潮流的浪尖上跌落了下来，是他自己
渐渐地游离于这一潮流之外，由隔膜而渐趋对立。
在同一个人身上，在同一股潮流的卷裹之下，时间的
间隔并不长远，康有为的前后表现却判若二人，这实
在令人扼腕。
扼腕之余，人们不禁要问：康有为何以会在教育

近代化的进程中落伍？

三

中国教育近代化要实现的是由传统教育向现代

教育的完全转化。它要将与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
然经济基础和封建专制政体相适应的传统教育，逐
步向与近代大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新

式教育演变转化。这是一场深刻的全面的教育变
革。它不仅表现在教学内容、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和
手段等物化层面的彻底变革，而且还表现在教育理
论、教育思想、教育观念、价值取向等观念层面上的

深刻变革。加之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又是在中西文化
的碰撞下进行的，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下萌发
与深化的，这就更增添了这场教育改革的复杂性和
艰巨性。这些特性也就决定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是
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是一个在资产阶级革命光
照之下，以近代世界先进教育水平为标杆来构建中
国新教育精神的历史过程。
康有为纵身一跃投身而入的就是这么一股时代

潮流。那么，康有为的思想准备和素质准备是否具
备了横渡教育近代化彼岸的水准？

康有为渴望在中国加大发展资本主义的力度，
但他对资本主义教育并没有作过深入研究，对资本
主义教育并没有透彻的认识。康有为向往西学，热
盼科学，但他的西学功底并不深厚，并不扎实。他只
是从当时的启蒙小册子中零星地接触了一些西学知

识，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近代自然科学，更没有认真
地阅读过西方资产阶级经典著作，因而康有为对近
代资产阶级教育精神的领悟只是停留于表层的印象

而缺乏本质的把握。这样的知识结构便极大地局限
了康有为的教育改革理想。
康有为痛恨传统教育的腐朽，痛恨传统伦理纲

常对人的摧残，痛恨八股取士的空疏无用，但康有为
的感情深处却存留着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朝廷的深深

眷恋，这便大大减弱了他对传统教育的批判力度。
以致发展到晚年，康有为甚至沦落到美化封建教育，
美化君臣伦常的地步。这种潜藏于深层意识中的情
感导致康有为虽然承认了资本主义教育体制的先

进，渴望中国也能出现学校林立、教育普及的景观，
但他又极力将这一新制度寄托之于三代先王以行

之。这种以古为尚的传统思维模式使康有为认定近
代的教育改革并非是根本变革旧制，而是以古时之
良法，参以西法，来改善现存的教育制度。这样的思
想决定了康有为在近代教育改革进程中不可能走得

太远。
当然，康有为不大愿意承认这些，他总说自己是

个邀游星空、洞悉宇宙的先知先觉者。但梁启超却
很直率地指出了他们生活于西学传入尚不深广的

“学问饥荒”之时，因而只能“冥思枯索，以构成一种
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他们的“固有之旧思
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
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６］（Ｐ９１－９２）。这一事实
典型地说明了康有为乃至维新派的素质水平带有极

大的时代局限。
而且，儒家学说中过分看重和夸大主观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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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颇对康有为影响至深。康有为热盼教育改革早日
成功，中国早日富强，但他对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缺乏足够的估计和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在规划每一
件改革事项时，总是依据自己的主观想象而妄下定
论，总爱发出三年可成、五年大见成效之类的许愿，
把复杂的社会改革事业看成是如同揉捏面团那般的

轻易。
康有为的这些素质缺陷最终导致了他在教育近

代化进程中的落伍。当他忧虑国运危蹙，渴望加速
资本主义进程，立志拯救人民于水火时，他的愿望正
好顺应了教育改革的时代潮流。这时的康有为搏击
风浪得心应手，风流倜傥。当教育近代化潮流奔腾
得更为迅猛更为高涨，这位弄潮儿便觉得这风浪太
险，这历程太远，甚至觉得这潮流欢歌奔向的彼岸根
本就不是他所想象的彼岸。于是，他上岸了。眼睁
睁地看着时代潮流东去，他只能发出几声诅咒，几声
哀鸣。
康有为的悲剧是时代性的。近代中国是个新旧

交替变革剧烈的时代。生活于这一时代的人无一不
受到新旧竞争、中西碰撞的影响，康有为的素质缺陷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中国近代
资本主义进程的萌发，并不是产生于社会本身经济
结构的变化需要，而是由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的冲击
而促成的。开启这一进程的洋务派并不是新生阶级
的代表，而是旧阶级旧制度的维护者，其眼光其目标
其手段其措施都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进程不可能一

步到位。靠了洋务运动的开展才得以产生的中国资
产阶级，自然与封建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和难以割
舍的感情。这样的政治经济环境决定了中国近代资
本主义进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中国近代所涌现的
每一政治派别的眼光和素质又决定了近代社会改革

的阶段性。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在一代人手
中完全实现，它只能由数代人如同接力赛那样，不断
地将教育近代化的火炬一步步地送往终点。每一时
代的先进人物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严重的素质缺

陷，都不可避免地烙上那个时代的印记。换句话说，
中国教育近代化是一场全方位的深刻的教育革命，
然而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并不具备造就能够自

始至终推进这一进程的杰出人物的条件。康有为的
悲剧就是这种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问题是，素质缺陷是可以弥补的。一个人只要

能真诚地追随时代潮流，不断地更新和调整自我追
求，就能跟上时代步伐永不落伍。康有为恰恰是在
这一问题上为自己的悲剧结局埋下了隐患。

康有为很早就萌发了以经营天下为己任的志

向。面对民族苦难国家危亡，他立志拯救国家人民
于水火，年轻时就喊出了“布衣何处不王侯”的强音。
康有为忧国忧民，立志于此确属难能可贵。但是，康
有为过高地估计了个人的作用，对自己缺乏客观的
评价和清醒的认识。他学习每有创获，便“森然有天
上地下惟我独尊之慨”；他思虑救国途径，常常“纵横
四顾，有澄清天下之志”［４］（Ｐ５）。他认为天下皆醉惟
我独醒，惟有靠他才能唤醒人们的“后知后觉”，惟有
靠他才能为受苦受难的大众指引人生极乐之路。维
新运动时期他顺应潮流的振臂一呼，更使他为自己
的“先知先觉”而感动，他渴望君临天下的欲望也因
之膨胀。只是由于封建正统思想的作崇，他把个人
追求定位在“教主”这样一个角色，以期望依附朝廷
借助皇权而号令天下。
这一定位与他的自信乃至固执性格相结合，导

致康有为的思维定势开始趋于封闭和保守，导致康
有为的自我中心的欲望极度膨胀。为了神化自己，
他有意将自己封闭起来，公然鼓吹“吾学三十岁已
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６］（Ｐ８６）。其实，“不复
有进”是假，康有为的思想成熟正是在３０岁以后。
而且随着维新运动的开展以及流亡国外，甚至在他
的晚年，康有为的思想和主张都处于变动之中，都在
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修正着自己的观点。但他内心的
“不必求进”则从主观上断然杜绝了追随时代潮流不
断更新不断调整的一切可能性。他决然地拒绝一切
有关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辛亥革命后顽固地坚持
尊孔读经，公然地参与复辟活动，都是思想上固步自
封的直接后果。
为了神化自己，他祭起了孔教的旗帜。如果说

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的尊孔对历史的进步还具有积

极意义的话，那么，辛亥革命后康有为的尊孔则全然
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他不是客观地历史地分析
评价孔子的学说，不是批判地辩证地认识孔子学说
的价值，而是通过吹捧和美化封建社会来神化孔教。
他仿效着汉代的董仲舒，企望借助近代科学来神化
孔教而构建他的宗教理论，甚至不惜掺杂进大量封
建迷信的货色来阉割科学。科学在他的手中成了宗
教的婢女，孔教也只是披在他身上用以吓人用以抬
高身价的一张虎皮。康有为一生的两次尊孔，正好
显露了他从早年追求人格的重塑滑落到后期人格的

失落这一思想轨迹。
为了神化自己，他处处以人神自居，在门徒同党

中大搞个人崇拜。他听不得不同意见，更不允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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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违逆他的意志。他一方面要求别人极严，在同党
及家人中大行家长作风，另一方面对自己则纵欲奢
侈，挥霍无度。这种理论一套、实践一套的作风，与
早年康有为的作风相比，其变化是显而易见。早年
的康有为忧国忧民并付诸行动，其人格是统一的。
然后期的康有为则是说的一套做的一套，统一的人
格实质已分裂为二。对后期康有为走向人格分裂的
状况，连他的学生在给他作传时也绝不肯讳言：

　　 先生日美戒杀，而日食肉；亦称一夫一妻
之公，而以无子立妾；日言男女平等，而家人未
行独立；日言人类平等，而好役婢仆；极好西学
西器，而礼俗、器物、语言、仪文，皆坚守中国；极
美民主政体，而专行君主；注意世界大同，而专
事中国。凡此皆若甚相反者。［４］（Ｐ９５）

凡此种种，不难看出，康有为的思想演变已是日
趋封闭保守。他所忧虑的只是其教主的地位能否实
现，所追求的只是其教主的淫威能否享受。这一思
想的倒退便与奔腾向前的时代潮流南辕北辙了。
有必要指出的是，康有为立志做一个教主，其意

并不在教育，而是在政治。纵观康有为一生的追求，
其对社会演变的兴奋点始终在政治方面。康有为办
学讲学，其真实目的是在纠集政治力量，其倡导教育
改革也只是因为这是其推行政治改革目标的一部

分，辛亥革命后其对教育界废除尊孔读经的不满，也

是为政治而不是为教育。这也是导致康有为在教育
近代化进程中落伍的一个重要原因。
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促使教育的

发展逐步摆脱“政教合一”的模式，向教育的民主化
和科学化的方向过渡。“政教合一”是传统教育的重
要特征，这是人类教育不发达的反映。在这一模式
下，教育的发展受到政治的高度控制，成为政治的工
具和附庸，教育的进步也就必然要借助政治的变革
才能实现。近代教育改革的发端就是如此。可以
说，没有近代政治改革的开路，肯定就没有近代教育
的改革。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康有为从政治改革
着手来推动教育改革的深入，这是他在维新运动时
期对近代教育改革卓有建树的根本原因。但是，随
着近代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政教合一”的模式受
到越来越大的冲击，现代教育的发展越来越要求遵
循自身的规律。而康有为的思维定势依然停留于
“政教合一”的老套，依然习惯于从政治角度来评价
近代教育的发展，依然根据自己的政治热情来调节
关注教育的兴趣，以致他对辛亥革命后的教育越来
越反感乃至失去兴趣。这是导致康有为日趋游离于
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之外的根本原因。从这个角度思
考问题，应该是我们为康有为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
程中的历史功过进行正确定位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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